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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逆全球化趋势上升的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赋能出口产业升级,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基于 2005—2013 年中国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以中国 3G 网络建设为准自然

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 结论表明:(1)数字基础设施有效

推动了中国出口产业升级,在开展严格的识别假设条件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2)从影响

机制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出口产业升级。 (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那

些初始技术水平好、高等级地区以及政府执行效率高的城市的出口产业升级效应更为显著。 研究结论从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的角度为中国出口转型升级提供了路径选择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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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export industry upgrading

SHEN Hebin1,2, DENG Fuhua3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ijing 100710, China;

3.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ing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how to enable the upgrading of export industr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realiz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5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3, and

taking China’s 3G network construction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China’ s export industry i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1)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upgrading of China’ s export industry. After

conducting strict identification assumptions and robustness tes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act mechanism,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export industri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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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3)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as a

more significant upgrading effect on export industries in cities with good initial technological level, high-level areas, and

high government execution efficienc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path and policy reference for

China’s expor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digital infrastructure; export industry upgrading;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innovation efficiency;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制造业凭借市场规模、
后发模仿技术、低成本要素供给的比较优势,在对

外贸易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全球最大的

出口国。 然而,中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低端,附加

值低的地位没有改变[1],整体上与制造业强国的

差距还十分明显[2]。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并将“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要求之一,我国正处在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依靠劳动力

成本、人口红利等传统的资源禀赋的经济增长模

式难以为继[3],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迁移到东南

亚或者其他要素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

面,以后发模仿技术的“快车道”式发展带来的产

业基础能力积累不够的弊端逐步显现[4],尚未形

成一大批综合实力强、能够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的

企业[5],加之美国等发达国家忌惮中国的崛起,采
取减税、贸易保护、高科技技术和产品出口限制等

方式以及其他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企图遏制

中国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转

化,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面临“高端回

流”和“中低端锁定”的困局。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迫切需要通过转换

增长动力和构建新的比较优势实现对外贸易高质

量发展,跨越“低端锁定陷阱”。 迫切需要通过增

强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出

口结构的持续优化,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中国

能否推动出口产业升级是突破这种“双向挤压”严
峻挑战的重要前提,那么,转换增长动力、激发创

新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出口产业升级载体是

什么? 值得关注的是以知识和信息作为要素,以
信息网络作为载体的数字经济,正引领新一轮技

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为中国制造业出口产业升级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

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

关键力量,同时有效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决定

数字经济能否推动出口产业升级的直接因素。 那

么,在新的挑战和历史机遇下,数字基础设施能否

促进中国出口产业升级? 其作用机制是什么? 本

文旨在研究上述问题,这些经验总结对中国抓住

数字化发展新机遇、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推动

中国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回顾既有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

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 3 类。 第一类是关于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其视角主要集

中在企业技术知识扩散[6]、城市创新水平[7]、企业

劳动力需求[8]、技术创新[9]、金融包容性发展[10]、
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11]。 第二类是对于中国产业

升级的推动或制约因素给予关注,相关理论解释

包括财政行为[12]、开发区设立[13]、财政支出的部

门配置[14]。 上述两类文献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却为本文

充分挖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出口产业升级

的重要作用以及深刻厘清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深厚

的理论基础。 第三类是围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展开,这类研究与本文最为

密切。 何玉梅等[15] 基于利用 2007—2018 年中国

272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

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 袁航等[16] 利用 1994—2018 年的中国 285 个

地市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并未促进产业

结构高度化。 李斯林等[17] 利用 2013—2020 年中

国 30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数据,研究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相关结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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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地区产业升级,且
“恩格尔效应” 和 “鲍莫尔效应” 是重要的影响

中介。
综合上述文献,尽管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

出口产业升级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遗憾之处

在于:第一,已有研究大都采用 OLS 方法直接评估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如何玉梅

等[15]、李斯林等[17],难以避免反向因果关系、遗漏

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第二,既
有文献涉及的中介效应包括“恩格尔效应” “鲍莫

尔效应”以及信息不对称、交易效率和技术创新

等,但鲜有文献从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角度

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出口产业升级之间的关

系。 第三,尽管部分文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

作为准自然实验,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

升级的影响,但是“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是分批次

在不同城市进行,截至 2023 年 7 月,我国已分别于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分三次设立 “宽带中国”
试点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不同时段政策

效应对实验组的异质性影响以及忽视了政策效应

的动态变化。 因此,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可能

会夸大解释变量的显著性。
本文借助中国 3G 网络建设考察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 首先,3G 网络相

对于 2G 网络在传输速度上的提升十分巨大,是数

字基础设施中的关键设施,是连接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的关键节点。 其次,3G
网络建设不仅会带动 ICT 等产业的数字化投资,还
会促进数字消费的扩大与升级。 从数字经济增加

值看,根据《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与“十四”五展

望研究报告》,2009 年加入 3G 网络成为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05—2008 年数字

经济增加值增长较为平缓,这 3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12. 6% ,从 2009 年中国加入 3G 网络开始,数字经

济增加值的规模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幅,其中 2009
年的增长率为 34. 7% 。 由此可见,中国 3G 网络建

设对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 此外,传统基础设施投资通常是根

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年度数据进行

划分[18],其中包括互联网等相关服务业。 因此,为
区别互联网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本文从数字经

济发展所依赖的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出发,借助

中国 2009 年中国 3G 网络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更
为准确地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出口产业

升级的影响。
鉴于此,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在以下几

个方面具有较好的新颖性:第一,在研究方法上,
首次借助 2009 年中国 3G 网络建设的外生政策冲

击,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出

口产业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相较于 OLS 回归,能
够较好地解决研究过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第

二,在识别策略上,采取连续分组的思路,这种自

然分组更为合理,同时也能识别出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直接效应。 第三,在作用

机制上,从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视角探究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出口产业升级的中介变量,
力求扩展现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研究。

一、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 Akcigit 等[19]、沈国兵等[20] 的企业

生产率异质性模型的理论框架,引入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为后文的经验研

究提供理论基础。
(一)消费者

假设消费者满足以下 CES 效用函数:

U = ∫ω∈Ω
q (ω)

σ-1
σ dω[ ]

σ
σ-1

, σ > 0 (1)

式中,Ω、ω 和 q 分别表示产品种类的集合、集
合中的产品以及产品的需求。 σ 为替代弹性,σ >
1。 给定收入预算线,可以得到价格指数和对产品

种类 ω 的需求:

q(ω) = R
P

p(ω)
P( )

-σ
,

P = ∫ω∈Ω
p ω( )

1 -σ
dω[ ]

1 / 1 -σ
(2)

(二)生产者

与 Melitz[21] 的研究相同,假设企业的边际成

本为 1
φ , 企业的固定成本为 f,对于受到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影响较低的企业,其总成本函数满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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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 = q
φ + f (3)

对于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较高的企

业,需要额外投入建立数字经济平台的成本,以便

更好地连接数字基础设施。 因此,其固定成本更

高,为此,引入固定成本影响因子 η,η > 1,其总成

本函数满足:

TCh = q
φ + ηf (4)

进一步地,为了简化模型,我们设定工资 w =

1,则产品定价为: p(φ) = σ
(σ - 1)φ 。

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较低的企业,其
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πl(φ) = r(φ) - TC l(φ) = r(φ)
σ - f =

R (Pρφ) σ-1

σ - f (5)

而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较高的企业,
其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πh(φ) = r(φ) - TCh(φ) = r(φ)
σ - ηf =

R (Pρφ) σ-1

σ - ηf (6)

(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效率和资

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本文引入创新效率影响因子 γ 和资源配置效

率因子 ξ。 假设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可以提升生

产率水平,即生产率水平从 φ 提高到 γφ 。 同时假

设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推动生产率水

平提升,即生产率水平从 φ 提高到 ξφ 。 此时,企
业的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π(φ) = R (Pργξφ) σ-1 -
f 。 由于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资源配置的投入,会
带来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因此,理论

上企业创新投入和资源配置投入越多,创新效率

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越明显。 不妨设企业创新投

入为 λ = γσ-1, 企业资源配置投入为 μ = ξσ-1 。
但实际上,企业创新投入和资源配置投入不仅要

考虑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的限制,还要考虑创新

和资源配置的投入系数的异质性,企业间投入系

数的差异与数字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具体而言,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含 5G 通信技术网络、工业互

联网、数据中心等,极大地促进了信息获取效率。
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企业提高创新效率,依赖于

对竞争对手产品技术的信息获取。 另一方面,企
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资源

匹配信息的获取,也就是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

够帮助企业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和匹配成本、
提高企业信息获取效率,进而促进创新效率和资

源配置效率的共同提高。 因此,受到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影响较大的企业,能够以更少的投入,达到

同样的效果,即投入系数较低。
采用函数方式表达即 g = mθ, k = mκ。 其中,

g 表示创新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m 表示信息获

取效率;θ 表示创新的边际投入成本;k 表示资源配

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κ 表示资源配置的边际

投入成本。 假定创新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和资

源配置对生产率的贡献率是外生因素决定,即 g =
λ, k = μ。 因此,创新投入和资源配置投入的成本

差异系数(投入系数)c 为:

θ = λ
m = cλ, κ = μ

m = cμ, c = 1
m (7)

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信息获取效

率,可得 mh > ml 。 其中,h 代表受到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影响较高的企业;l 代表受到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影响较低的企业。 结合式(7)可得: ch < cl
由此,企业的边际成本分别为:
MCh(λ,μ) = MCh(λ) + MCh(μ) = θh + κh =

ch(λ + μ) = λ + μ
mh

(8)

MC l(λ,μ) = MC l(λ) + MC l(μ) = θl + κl =

cl(λ + μ) = λ + μ
ml

(9)

那么,由边际成本函数可以得出企业创新和

资源配置的成本函数:

Ch(λ,ξ) = 1
2 chλ2 + 1

2 chξ2, C l(λ,ξ) =

1
2 clλ2 + 1

2 clξ2 (10)

结合式(5)和式(6)可以得到出口企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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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πl
x(φ) = (1 + nτ1 -σ)R (Pσφ) σ-1λμ

σ - f -

1
2 clλ2 - 1

2 clμ2 - fe (11)

πh
x(φ) = (1 + nτ1 -σ)R (Pσφ) σ-1λμ

σ - ηf -

1
2 chλ2 - 1

2 chμ2 - fe (12)

式中, x 代表出口, fe 表示出口固定成本, τ 表

示冰山成本。
对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较低的企业,

其创新投入和资源配置投入的一阶条件满足:

λ l = (1 + nτ1 -σ)R (Pρφ) σ-1

σcl
,

μl = (1 + nτ1 -σ)R (Pρφ) σ-1

σcl
(13)

对于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较高的企业,
其创新投入和资源配置投入的一阶条件满足:

λh = (1 + nτ1 -σ)R (Pρφ) σ-1

σch
,

μh = (1 + nτ1 -σ)R (Pρφ) σ-1

σch
(14)

式(14)除以式(13)并代入企业创新和资源配

置投入函数可得:
λh

λ l
=

μh

μl
= γh

γl
( )

σ-1

= ξh
ξl

( )
σ-1

=
cl
ch

> 1

(15)

由于 γh > γl, ξh > ξl, 相对于受到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影响较低的企业,影响较高的企业更有

利于促进其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效率、资源配置

效率与出口产业升级

为了简化模型推导,假设开放经济条件下消

费者数量为 N0,在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结合式

(1)、式(2)、式(3)、式(4)并再次引入创新效率和

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出均衡状态下企业产出

函数:

qh(φ) = N0RPσ-1 γhξhφ
σ - 1
σ( )

σ
(16)

ql(φ) = N0RPσ-1 γlξlφ
σ - 1
σ( )

σ
(17)

由式(16)除以式(17)可得:
qh
ql

= γhξh
γlξl

( )
σ

(18)

由式(15)可知,由于 γh > γ l, ξh > ξ l, 此时

qh

q l
> 1, 这说明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可以促进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较高的企业

的相对产量。 此外,一般而言,受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影响较高的企业往往其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更

高[22],这也意味着高技术含量产品比重的上升或

低技术含量产品比重的下降。 因此,结合上述推

理,能够较为容易地推断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会

通过提高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出口

产业升级。
二、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模型设定

为了较为准确地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

国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法进

行分析,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lnESc,t = α + β1DIFc,2008 × Postt + ∑γXc,t +

λc + λ t + εc,t (19)
式中,被解释变量 lnESc,t 表示第 t 年 c 城市的

出口产业升级水平的对数形式。 为了能够深入制

造业内部,更好地表征城市的出口升级,本文借鉴

Hausmann 等[23]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概念,采用

该城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来测度。 DIFc,2008 用于识

别实际政策冲击发生前一年,即 2008 年各城市的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该变量能很好地标识连

续的分组,以表示不同城市遭受的异质性的政策

冲击。 Postt 用于识别中国 3G 网络建设时间的虚拟

变量,将 2009 年之前的年份赋值为 0,2009 年之后

(含 2009 年)的年份赋值为 1。 λc 和 λ t 分别表示城

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εc,t 为误差项。 其中, β1 是本

文核心解释变量,衡量了中国建设 3G 网络前后不

同城市的出口产业升级的平均差异。 若 β1 > 0,
则表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具有正

向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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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出口产业升级水平,本文借助

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表征出口产业升级水平,既有

较多文献采用这种方法,如周茂等[24]。 具体计算

方法如下:

ESct =
∑

f
X f,c,t × Prodyf,04

∑
f
X f,c,t

(20)

式中, Prodyf,04 为 2004 年 HS6 位产品 f 的出

口技术复杂度。 之所以将 HS6 位产品的出口技术

复杂度设置在样本期前,是为了尽可能保证出口

产业升级的外生性,即出口产业升级是由出口结

构变化而非产品本身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所引

致。 X f, c ,t表示 t 年 c 城市 f 产品的出口额。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 DIFc,2008 × Postt。 其

中, DIFc,2008 为 2008 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Postt 为识别 3G 网络建设的年份虚拟变量。 本文

参考沈坤荣等[22],以 2008 年为基期,计算城市两

位码行业层面的 ICT 投资权重指数,作为外生权

重,将省份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分解到

城市层面。 具体而言:

DIFc,08 = ∑ n

j = 1
weight08cj netflowc (21)

式中,weight 为各城市两位码行业层面的计算

机使用数量占全省的比重;netflow 为各省份移动

互联网接入流量。
3. 控制变量

借鉴周茂等[24]可能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

出口产业升级的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如下:资
本密集度( kl)采用人均资本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 finance)用金融从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表示;
基础设施建设( infra)采用人均图书馆和医院拥有

数;经济发展程度(pgdp)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

对数值;外商投资比重( fdi)使用外商实际投资额

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三)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的问题涉及出口产业升级水平和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数据,样本期为 2005—2013 年。
首先,出口产业升级水平的计算中,CEPII 的 BACI
数据库已经包含可供下载的 1997 年产品层面出口

技术复杂度,而 2004 年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

度与各城市的出口结构数据则来源于中国海关数

据库;其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数的计算来源于

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出口产业升级的净效应。 表 1 第(1)列未控制任何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 DIFc,2008 ×
Postt 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产

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在表 1 第(2)列中进

一步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显示,
DIFc,2008 × Postt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仍然稳健,并未

因加入控制变量而发生变化。
表 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作用
解释变量 (1) (2)

DIFc ,2008�Postt
0. 012∗∗∗

(3. 01)
0. 026∗∗∗

(3. 65)
control 否 是

Year&City 是 是

N 2 637 2 637
R2 0. 382 0. 877

(二)稳健性检验

1. 共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估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

口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需要满足平行趋势的

假设条件。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对

共同趋势假设展开动态效应检验,具体模型设置

如下:

lnESc,t = a +∑βtDIFc,2008 × ryeart +∑γXc,t +

λc + λ t + εc,t (22)
式中, ryeart 为相对年份虚拟变量。 参考

Fajgelbaum 等[25]的研究,在式(22)方程的基础上,
删除 2005 年避免产生多重共线,并引入 2006—
2013 年份的虚拟变量,由此得到 2006—2013 年的

β 估计系数,并将实证结果绘制成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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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从图 1 的结果显示,政策冲击前,系数 β 围绕

在 0 附近,且 95%置信区间包含 0,说明系数 β 很

小且不显著。 因此,本文通过共同趋势检验。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 预期效应检验

为了保证政策实施的随机性,进一步检验在

实际政策冲击前是否形成有效预期,本文在基准

模型中加入 DIFc,2008 × D08 项,D08 为 2008 年份虚

拟变量。 如表 2 第(1)列所示,该项系数很小为

0. 001,且 t 值为 0. 18 不显著,另外控制了预期效

应后,核心变量 DIFc,2008 × Postt 系数并未产生本质

变化,这意味着预期效应不存在。 该结论与图 2 的

相关检验结果保持一致。
3. 排除其他政策效应的影响

在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影

响研究的同时,还要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由于

受到金融危影响,中国在 2009 年同时实施了诸多

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因此需要对影响本文

相关结论政策进行必要的控制,其中与本文最为

密切的政策有两个。 第一,2009 年中国提出扩大

政府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对出口产业升级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表现为公共投资的对相关产业

的带动,会促进消费升级和激发产业升级的内生

动力,对推动企业出口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本文在表 2 第(2)列的回归中加入城市一般

预算内支出占 GDP 的比重,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

量 DIFc,2008 × Postt 依旧显著为正。 第二,2009 年

中国还提出推进税费改革,有学者认为税费改革

可以减轻企业负担,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支持产

业升级。 为此,本文在表 2 第(3)列回归中加入了

城市一般预算内收入占 GDP 的比重,结果发现关

注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通过上述检验,可以认

为控制 2009 年其他政策干扰后,本文的结论依旧

较为稳健。
4. 安慰剂检验

借鉴 La 等[26]、Liu 等[27]关于随机政策冲击的

安慰剂检验文献,通过在样本期内随机抽取一个

年份模拟政策冲击来进行安慰剂测试,以检查实

证结果是否受到遗漏变量的影响。 为此,本文将

随机实验组的抽取次数设置为 1 000 次,提取这

1 000次核心解释变量 DIFc,2008 × Postt 的 β^ 值及其

标准误,并将结果绘制成核密度分布图。 如图 2 所

示,在随机抽取实验组的策略下, DIFc,2008 × Postt
的 β^ 值以零为中心正态分布,并且文本基准模型估

计值 0. 026 远离大量集中在 0 附近的 β^ 值,表明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 (DIFc,2008 × Postt) 对出口产业升

级的影响并未受未观察到的因素驱动,进而可以

反推出本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图 2　 估计值的分布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较多文献如 Bertrand 等[28]、Lu 等[29] 指出多期

差分法可能因为存在序列相关,从而会夸大

DIFc,2008 × Postt 的显著性。 为此,本文将总样本以

2009 年中国 3G 网络建设为界,划分为 2005—2008
年和 2010—2013 年两个阶段,采取两期差分法对基

准模型重新估计。 如表 2 第(4)列所示, DIFc,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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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t 显著为正,由此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为缓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数构造方式可能

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还借鉴 Goldsmith 等[30]使用

Bartik 方法构造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数 DIF2:

DIF2 c,08 = ∑ n

j = 1
ω08

cj netizen_growc (23)

式中,ω 为 2008 年各城市两位码行业层面的

计算机使用数量占全省的比重,netizen_grow 为各

省互联网用户数量增长率。
表 2　 稳健性检验的计量结果

变量
预期效应

控制
公共投资

控制
税费改革

两期
差分法

DIF2 lnES2 lnES3

(1) (2) (3) (4) (5) (6) (7)

DIF �Post 0. 024∗∗∗
(3. 48)

0. 023∗∗∗
(3. 62)

0. 020∗∗∗
(3. 10)

0. 085∗∗∗
(3. 60)

2. 271∗∗∗
(12. 84)

0. 013∗∗∗
(3. 29)

0. 125∗∗∗
(13. 68)

DIF �D08 0. 001
(0. 18) — — — — — —

public — 0. 401∗∗∗
(7. 16)

— — — — —

tax — — 1. 033∗∗∗
(6. 83)

— — — —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City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 637 2 637 2 637 538 2 637 2 637 2 637
R2 0. 877 0. 880 0. 879 0. 916 0. 885 0. 879 0. 886

表2 第(5)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DIFc,2008 ×
Postt 显著为正,表明更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数

的测算方法并未改变本文的结论。
观察式(20)容易发现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结果,会因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方

式不同而发生改变。 那么,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否

会因产品技术复杂度计算方式的不同而发生实质

性的改变呢? 为此,本文采取其他两种方法重新

计算城市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 第一,在保证被

解释变量外生性的情况下,将产品层面出口技术

复杂度调整至距离样本期更远的 1997 年①,采用

Prodyf,97替代 Prodyf,04,重新构造城市出口技术复杂

度 ES2,如表 3 第(6)列所示,核心变量 DIFc,2008 ×

Postt 依然显著为正。 第二,Hausmann 等[23] 以及

Rodrik[31]认为,人均 GDP 越高的国家,其产品出口

技术复杂度越高,但该假设仍然存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本文参考 Hidalgo 等[32]采用各国的出口比较

优势替代人均 GDP,构建另一种出口技术复杂度

ES3 进行稳健性检验。 如表 2 第(7)列所示,变量

DIFc,2008 × Postt 依然显著为正。 综合表 2 第(6)列

和第(7)列结果,说明更换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

方法并未改变本文结论。
四、机制检验与分析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创新效率与资源配置

效率促进中国出口产业升级。 一方面,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将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产业、新技术、新平台和新模

式等技术加速创新,将是创新效率与中国出口产

业升级有效结合点。 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大
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的数字技术应用,提高了要

素市场匹配的效率,极大地提升了资源的配置效

率,进而加速推动出口产业升级。 为此,本文将

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纳入中介效应模型中

以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出口产业升级的

机制。
(一)指标度量和模型设定

1. 指标度量

创新效率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方面来计

算,为此本文参考韦东明等[33] 选取发明专利占地

方科学技术支出的比重来衡量。 考虑到申请发明

专利存在 2 年左右的滞后期,本文将发明专利滞后

2 年。 资源配置效率,遵循现有文献的做法,将各

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差来衡量城市资源配

置效率,该值越小意味着行业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2. 模型设定

本文对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这两个中介

变量进行检验,中介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Channelc,t = α0 + β1DIFc,2008 × Postt +∑γXc,t +

δc + δt + εc,t (24)
lnESc,t = α0 + β1DIFc,2008 × Postt + β2DIFc,2008 ×

Postt × Channelc,t + β3 DIFc,2008 × Channelc,t +
β4 Postt × Channelc,t + β5Channelc,t + ΣγXc,t +
δc + δt + εc,t (25)

式中, Channelc,t 为中介变量,控制变量 Xc,t 与

式(19)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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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Inno lnES Allocation lnES
(1) (2) (4) (5)

DIF �Post 0. 697∗∗∗

(3. 25)
0. 010∗∗

(2. 50)
- 0. 012∗∗∗

( - 2. 75)
0. 016
(0. 91)

DIF �Post �
Channel — 0. 195∗∗∗

(6. 01)
— -0. 044∗∗∗

( - 2. 93)

DIF �Channel — 0. 131∗∗∗

(5. 99)
— -0. 079∗∗∗

( - 2. 78)
Postt�Channel — 0. 001∗∗

(2. 08)
— -0. 175∗∗∗

( - 12. 37)

Channel — 0. 001∗

(1. 85)
— -0. 137∗∗∗

( - 4. 36)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Year&City 是 是 是 是

N 2 637 2 637 2 637 2 637
R2 0. 048 0. 905 0. 726 0. 906

(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出口产业升级的作

用机制分析

表 3 第(1)列交叉项 DIFc,2008 × Postt 显著为

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意味着中国加入 3G 网络后,实验组

的创新效率比对照组的创新效率具有更大的增

幅。 第(2)列中三重交叉项 DIFc,2008 × Postt × Inno
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创新

效率促进了出口产业升级。 此外,在加入创新效

率变量( Inno)之后, DIFc,2008 × Postt 的估计系数和

显著性,与表 1 第(2)列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均有所

下降,可见创新效率确实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出口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中介。 类似地,表 3 第

(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源配置效率

同样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出口产业升级的一

个关键中介。
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异

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国城市特征的多样性,不同城市在

要素禀赋、城市等级以及政府效率等方面上存在

较大差异, 同时这些差异化的特征会影响数字基

础设施作用的发挥,有必要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展开深入研究。
(一)考虑不同技术水平城市特征

数字技术应用需要建立在城市一定的技术水平

之上。 为此,本文利用政策实施的前 4 年(2005—
2008 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算数平均值,将各城

市划分为高低两组,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

异质性城市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
表 4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高技术

水平城市
低技术

水平城市
高等级
地区

低等级
地区

政府
效率高

政府
效率低

(1) (2) (3) (4) (5) (6)

DIF �Post 0. 042∗∗∗

(3. 90)
0. 015∗

(1. 69)
0. 028∗∗∗

(2. 90)
0. 011∗∗

(2. 38)
0. 024∗∗∗

(3. 01)
0. 013∗∗

(2. 32)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City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332 1 305 1 115 1 522 1 413 1 224
R2 0. 888 0. 886 0. 875 0. 893 0. 874 0. 886

根据模型表 4 第(1)列和第(2)列可知,其共

同的交乘项 DIFc,2008 × Post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
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初始技术禀赋不同的城市

的出口产业升级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显然

从回归系数上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水

平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是因为高新技术不仅

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而
且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载体,更容易激发

创新活力,有助于发挥促进出口产业升级的中介

效应。
(二)区分城市等级差异

由于各城市之间存在城市行政等级差异的问

题,一般而言,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

的城市等级较高,同时高等级城市往往伴随着经

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这种等

级差问题将会大大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

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本部分将直辖市、副省级

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的城市划分为高等级城市,其
他城市定义为低等级城市,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在城市等级上的异质性,结
果见表 4 第(3)列和第(4)列。

根据表 4 第(3)列和第(4)列可知,对于高等

级城市和低等级城市而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出口产业升级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高等级城

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更具有推

动作用,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异,一般而言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以及省会

城市的经济发展较好,能够更好地支持数字基础

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能力是支撑数字

技术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出口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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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路径,高等级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通常

更高。
(三)考虑政府效率的异质性

政府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

依赖于政府能力,具体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城

市 3G 网络建设水平与覆盖率,往往取决于地方政

府的执行效率。 当政府没有执行效率较低时,就
会产生政府政策执行不到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不完善等问题。 此外,良好的政府执行效率,还会

对出口产业升级产生正向的外部性。 参照 Tang
等[34]的研究,将各省划分为高效率政府和低效率

政府两组。 表 4 的第(5)列和第(6)列结果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执行效率高的城市的出口产

业升级促进作用更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中国抓住数字

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出口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点。 基于 2005—
2013 年中国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以中国 3G 网络

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
(1)数字基础设施有效推动了中国出口产业

升级,在开展严格的识别假设条件和稳健性检验

后,实证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2)从影响机制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

升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出口产业升级。
(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那些初始技术水平

好、高等级地区以及政府执行效率高的城市的出

口产业升级效应更为显著。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巩固数字经济

发展的根基。 当前新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发

展的重要保证,政府应大力建设并保障投入 5G 基

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为出

口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第二,激活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潜能,推

动数字技术与城市创新的有效融合,加快经济主

体的产品创新,提升数字相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尤其要在数字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发力,加大政府

对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及“卡脖子”技术的研发支

持,提升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突破芯片、工业

软件等基础性技术“瓶颈”。 政府还要发挥产业升

级的领头羊作用,不断引领数字时代的新模式、新
方向、新发展。

第三,释放数字基础设施的资源配置价值,推
动数字技术融入研发、生产、流通、服务和消费全

流程,发挥数字技术的无边界优势,推动生产要素

跨行业、跨区域、跨平台的企业协作新机制,以数

字要素促进其他生产要素及创新要素的整合共

享,加速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四,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

数字生态环境。 培育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一个

关键议题是要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意识,缩小地区

差异、发挥政府执行效率。 针对那些低技术水

平、低等级以及低效率的城市,政府应给予更多

的政策倾斜,加大在技术创新,鼓励发育较差的

地区抓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新机遇,努力缩小发

育较好的地区的差别,同时要不断提高政府的运

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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